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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功绩，通常会从内部有何创新、外部产生了什么影响两方面来论述，就巴赫金而言，还须

增添第三个“篇章”，即诗学研究与哲学求索的珠联璧合。巴赫金其人其学都可谓卓然另类，能在

肃反运动扩大化中保全自身，生前获得崇高学术声誉，寿至杖朝之年，非大智慧者难得这份幸运；
大智慧更体现在其学术遗产中，这里既指学理创新，也指哲学追求与诗学兴趣的相契相合，或者

说半是隐微写作、半是兴致所至的学术样态，这种样态若不是自然天成，也绝非刻意为之，毕竟做

文艺学家并不妨碍哲学思考，何况诗学乃兴趣，用兴趣放飞理想，从结果看，成就的不只是小说理

论，更有宝贵的哲学思想，还特别为学界预言了人文研究跨学科时代的来临。

一、新的发现

巴赫金探讨长篇小说的审美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见解，其中一部分为他所独

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
———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学术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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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在小说理论领域建功卓著。他不仅提出了一

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概念、 新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 提高了小说这一体裁的辨识

度，并对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赫金的理论顺应并推动了“语言学转向”，为各种“后

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启示，在“后理论”时代又成为克服传统文学研究困境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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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可谓“自铸新词”，如小说化、内部有说服力的话语、对话性、非直接话语、时空体、多声性、他人

话语等，另一部分可称“旧词新意”，如正反同体的双重性、体裁批评、混合、语调、镶嵌、讽拟、声音

等。 他特别喜欢采用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的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的特殊性， 将小说提升到与史

诗、抒情诗、戏剧并驾齐驱的缘起性体裁之一，提高了这一体裁的辨识度。
（一）标准语（统一语、规范语、通用语）———杂语；向心力———离心力

杂语是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最有魅力的新发现。以往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往往不是各种

语言同时共存的整体，而是某种语言或几种语言之间的比较以及个人如何运用某种语言（最典型

的是标准语）得到言语作品。如普希金的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将不同品格的语汇混杂在

一起，被批评界认为是离经叛道，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普遍只承认语言生活中只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体系。统一语即得到正式承认的规范语、通用语，是民族内部混杂的方言中一个坚固而稳定的语

言核心，其形成是“使话语和思想的世界统一起来、集中起来的力量”，［1］（P47）即向心力不断作用的

直接结果。向心力对标准语的重要性，语言的统一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性，
不言自明。但是，在语言统一过程中还有一个分散的力量———离心力存在。语言在自己形成与发

展的每一刻，都不只区分为语言学所称的方言，还有不同社会意识的语言，如社会集团、职业、体

裁、性别、几代人的语言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杂语。这样一来，规范语也不过是杂语中的一种，并且

自身又可分为不同体裁、流派、功能语体等的语言。语言只要生存发展，区分和杂语现象就会扩

大、加深。因此，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斗争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的画面，杂语既是语言离心力的真实

反映，也展现出人类语言的现实存在状态。
巴赫金从上述语言观出发，对小说与诗歌话语作了比较，认为小说形成于语言和思想生活中

分散、离心的轨道上，而诗歌却相反，在凝聚、集中的意识形态向心轨道上发展。在他看来，长篇小

说意味着是杂语的形象，诗歌是统一语的形象，史诗是“绝对的过去”的形象，用研究诗歌、史诗语

言的方法来考察长篇小说，无法真正揭示其话语的本质特征，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独特的小

说研究方法论。
（二）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史诗———小说；完成性———未完成性

巴赫金梳理了欧洲小说的两条修辞路线：第一条发端于诡辩小说即雄辩体叙事文学，其基本

特征是一定程度上坚持单语性和单一风格；第二条则主动地有意识地把社会性杂语引入创作中。
不过，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第一条路线的小说自上而下地走向了杂语，第二条路线的小说自下而

上“从杂语深处上升，进入并驾驭标准语的高层次”［1］（P160），亦即把高雅的语言也变成了杂语的组

成成分。 巴赫金详细阐发了代表这两条路线的史诗与长篇小说处于怎样的相互斗争又彼此颉颃

的关系中，大而言之，这两种创作倾向、文化思维倾向发生了怎样的碰撞。相比史诗，长篇小说的

诞生晚得多，它是文学大家庭中唯一处于形成中的体裁。长篇小说以描绘作者所处的当代生活为

目标，其形象具有开放性，在意义和价值层面上具有未完成性，其形式和内容具有极大的自由度。
史诗的形象具有完成性，因为它属于“绝对的过去”，即史诗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史诗事件及史诗人

物所处的时代“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1］（P507）。小说艺术揭示的是面向未来的现在时态的存在，
史诗展现的则是凝固了的、僵硬不变的过去的事件。

代表第一条路线的史诗，其创作立场是既定、不可变的，如神圣的东西绝不能亵渎、对主人公

须怀敬仰之情等。从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长篇小说，彻底解放了艺术思维，使严肃与笑获得了

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小说的优势还在于“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1］（P536），因此，它一旦在

文学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便会……把尚未完结的特点传染给其他体裁”［1］（P501），使“几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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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体裁不同程度上都‘小说化’了”。［1］（P500）小说化实质就是小说之创作立场化，抱着未完成的自

由的立场去创作，无论选取人物形象、安排情节布局，还是采用语言风格，抑或描绘场景、表达思

想等，都有意识地不受已定型的体裁框架的束缚。复调小说就是沿着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一种

体裁，其艺术世界去掉了史诗般的完成性，因为作者赋予主人公以说出关于世界和其自身之话语

的权利。沿着第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小说，如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即巴赫金所称的

独白小说，说出关于世界和主人公自身的话语，乃是作者的特权。
长篇小说的形象除了是其艺术世界的组成成分外，还属于每个历史时期。它们既是创作者所

处时代的精神财富，也“生活”在作品诞生后的各个时代，不同的读者都可根据时代的价值观来

“调整”小说的形象，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轨道，丰富和充实形象的意义。
（三）描绘的语言———被描绘的语言；描绘者的语言意识———被描绘者的语言意识

小说的形象都是被语言描绘出来的，简言之，是话语的形象。在小说家眼中，任何对象都不是

客观的物，而是“语言化了”的现实，是社会性杂语世界里的各种名称、概念、评价，等等。长篇小说

不但描绘现实生活，而且还是不同语言交汇与对话的独特舞台。进入小说的语言大都不完全是个

性化的语言，作者、主人公及其独一无二的声音，仿佛浸淫在社会性杂语的海洋中。所以，长篇小

说是时代语言现实的反映，作为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是用艺术方法组

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1］（P38-40）换言之，
是对话化杂语世界的缩影。

杂语进入小说的审美活动中，可能不再是单纯指物述事的表达手段，有可能变成被描绘的对

象。“语言的形象作为有意为之的混合体”“有两个语言意识：一个是被描绘者的语言意识，一个是

属于另一语言体系的描绘者的语言意识”。［1］（P143-144） 没有第一个意识， 读者面对的将不是文学作

品，而是实用文本，其语言直接指物述事；没有第二个意识，读者看到的不是语言的形象，而是“他

人语言的样品”［1］（P143-144）。塑造小说形象，往往需要有两种语言意识，“一个语言意识为另一个语言

意识所映照”，或者说，“必须从另一个语言（公认为规范的语言）的角度出发”。［1］（P143-144）巴赫金认

为，小说语言形象的塑造方法可归结为三个范畴，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混合”，有意为之的混合不

仅具有语言形式标志， 而且还表现在意义上， 如两种社会性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世界观或两种意

向、观点的相互混杂交织，而在自然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的混合会孕育出新的世界观。
小说语言既是描绘的语言又同时是被描绘的语言， 是描绘者语言意识和被描绘者语言意识

的完整体现。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开创“五四”时期白话小说的先驱，但在开篇设置了一段

文言小序，当时正值文体改革，文白夹杂作为过渡形式并不少见，一般属于作家个人的行文风格，
不一定隐含别的意向，因此在这里是鲁迅故意为之。叙述人用文言体话语交代事情（“一种语言意

识”即人物的文言意识），而在小说整体框架（“另一种语言意识”即作者的白话意识）下，这种话语

及其背后的说话人像是被“示众”，供读者观赏、比较甚至嘲讽：叙述人用文言说明日记的来龙去

脉，作者却借助文言文描绘出叙述人迟钝、迂腐、自作聪明的形象。从话语内在对话性角度看，小

序明显属于讽拟体话语，作者模仿文言风格，对叙述人文言意识施以讥讽的意向，而正文故事里

的话语属于仿格体，作者模仿疯子的话语风格，并与这一风格的持有人结成“同盟军”［2］，去反抗、
颠覆隐藏在读者意识中的封建道统这个主人公形象。 描绘与被描绘在同一个话语里合而为一能

引起语言的种种“化学反应”，这一见解很值得深思，可惜的是，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仍未得到

应有的认识，其理论潜力也尚未得到深刻的挖掘。
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中，超语言学主要探讨作者、主人公的各种对话关系。到了20世

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学术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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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30年代，巴赫金调整了研究重心，人物形象转变为语言形象，进而对存在的考察转向了语言领

域，出现了后现代哲学经常探讨的课题：把存在视为纯粹语言现实的问题。
（四）庄严（严肃、崇高）———笑（诙谐）
从第二条修辞路线发展起来的小说话语，其体裁渊源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巴赫

金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这个渊源就是民间笑文化。巴赫金发现这个事实，他自创的时空体范

畴是关键点。这个范畴很新颖，它既行使着谋篇布局（纯布局形式）的功能，也发挥着决定情节与

人物形象（建构形式）的作用，是一个形式兼内容的范畴，具有重大的体裁意义。表面上它似乎独

立于杂语、对话等思想而自成一体，实际上紧密相连。在补充于1973年的“结束语”中巴赫金认为，
“任何的一个文学形象，都具有时空体的性质。语言作为形象的宝库，也在很高程度上具有时空体

性质”。［1］（P445）

时空体还体现出巴赫金这一时期学术追求的清晰脉络。作为最复杂的诗学范畴之一，时空体

具有内外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作品艺术世界内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时空体，它们处于各种对

话性关系中；另一方面，作品与现实生活的交流都通过时空体来实现，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过程

中艺术世界时空体与作家现实时空体、读者现实时空体之间的碰撞、对话，莫不说明时空体来源

于艺术之外、作用于艺术世界、又超越于艺术世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时空体被公认为具有

很大学术潜力的文化范畴。但对巴赫金而言，时空体范畴一开始不过是探究小说体裁历史演变的

一种理论武器，他借此发现了拉伯雷小说创作的独特性，首次提出“拉伯雷（式）的笑”［1］（P359、P389、

P431），认为《巨人传》是体裁渊源上来自民间笑文化的典型代表。
笑具有把严肃相对化的功效。巴赫金认为，随着“古代综合体”的瓦解，在各种意识形态包括

文学中，原本具有毗邻关系的成分发生了升华，出现了崇高、严肃与低俗、诙谐的分化，例如，有关

性的成分，一方面作为爱情的象征进入崇高体裁，成为人们赞美的主题；另一方面性行为、性器官

及与之相关的排泄，“几乎完全被赶出了各种正式的体裁， 赶出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正式讲话”［1］

（P405）。古代综合体里的几乎所有成分都获得了升华，唯有笑除外，在古希腊、罗马以降的欧洲，官方

正式活动从不给予笑以合法地位，哪怕只是轻微的幽默和讽刺，因为笑能躲开一本正经的谎言，
规避崇高严肃的装腔作势，把一切冠冕堂皇和一成不变的价值相对化甚至颠覆掉。

民间笑文化是巴赫金构建小说理论时的重大发现，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前承复调小说理

论，后续狂欢理论。发现笑文化渊源，紧接着写出《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这使得第二条修辞

路线的小说，从史前话语到现代话语一以贯通，最终为巴赫金制定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二、学术影响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在西方快速获得影响力，1981年出版的英译本《对话性想象》①起到了直接

推动作用。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学术氛围。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艺术领域拓展到了整个

思想界；其次，语言哲学从19世纪末的萌芽到20世纪初的兴起，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俨然以一种主

流学术模式进入文艺理论的诸多领域；第三，与诗歌和戏剧两大文类的理论相比，长篇小说研究

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它兴起相对较晚，另一方面其体裁难以界定，形象、题材、语言、叙事等

诸多方面包罗万象，往往让人望而却步；第四，在巴赫金专注小说体裁的那个年代，虽然不少人涉

猎相关话题，但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广泛好评的专论少之又少，最著名的是卢卡契的《小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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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②，还有如《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1957）、《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都出

版于20世纪下半叶，可见有分量的专著相对稀缺，而稀缺意味着需求旺盛；第五，克里斯特瓦率先

从“法国语境出发”“对巴赫金的思想加以诠释”［3］(P186)，自创互文性范畴，为结构主义摆脱困境、向

后结构主义转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正是得益于巴黎符号学家的推崇，巴赫金及其“小组”的论著

开始为西方学界所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对话性想象》一问世便被推广，其速度之快，影响之

广，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许多思想，不但顺应并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语言学转向”，

为20世纪中后期各种“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启示，甚至他本人也被视为“后现代学术明星”，
在“后理论”时代又成为克服传统文学研究困境的思想源泉 ［4］，还“预见”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伦理

学转向”［5］(Piv)。面对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能择要介绍，不为求全，但收窥豹之效。
巴赫金对叙事学的最大贡献，被公认是催生了“互文性”概念以及引起了研究者对多重叙事

声音的重视［6］（P69）。当然，巴赫金小说理论所特有的一些范畴已为叙事学界所接受，叙事理论百科

词典把“巴赫金的对话性”单列为词条［7］，有人称《对话性想象》为叙事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 ［8］(P60)，
也有人认为时空体丰富了叙事学的研究领域 ［9］。美国学者布斯为英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

题》所作之序最能说明叙事学者对巴赫金的重视，他指出巴赫金小说理论的挑战还在于引入历史

和时空维度：“艺术与艺术技巧拥有其自身的历史， 与社会史、 政治史及经济史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尽管他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是他仍然视小说为‘时空体’的构造者，视之为时间化的空

间与空间化的时间之图景，而这一点恰恰让我的任何非历史性的形式研究显得极其荒谬。”［10］(Pxxvi)

布斯对巴赫金不同于西方批评的思考路径感到深受启发，同时也令他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安，
“如果巴赫金是正确的，我们西方批评者所付出的大部分努力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肤浅的，要么

既错误又肤浅”。［10］(Pxxv)

保罗·德·曼在《对话与对话性》中指出托多罗夫和霍奎斯特对巴赫金的赞誉，“都出自于巴赫

金对小说理论的贡献”，［11］(P49-51)且试图解答如下问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有关事实、意义和虚构及

其相互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西方学术界，为什么众多持有不同信念的理论家热情接受对

话性范畴，将之视为可供摆脱上述困扰的一种有效方法？最令曼羡慕的是，能够在巴赫金小说理

论中读出“阐释学的力量”［11］(P57)。《巴赫金对耶鲁解构学派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一书，追溯了巴赫金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陆北美起，对耶鲁解构学派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就起源而言，
耶鲁学派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吸纳基于巴赫金学说的阐释学思想，只是未注明出处，
如巴赫金有关话语的“时间性”“他者性”“多声性”“对话性”，与曼有关语言与阐释的“时间性”，米

勒有关小说理论中的“超个人意识”，布鲁姆有关“影响的焦虑”及其与哈特曼有关文学文本的多

声性，都具有相当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如果忽略巴赫金的著作，任何探讨耶鲁批评家及其对

美国解构学派所作贡献的历史视角，都是不完整的”。［12］(P6-8)

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应该是所有的文学形象，其意义都具有未完成性特点。巴赫金的

疏漏在于把长篇小说与其他体裁作品截然对立起来。但是，小说形象具有未完成性、其意义需要

通过读者与之对话来不断充实，这一思想本身无疑具有深远的启发作用，无怪乎尧斯会专文讨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文学阐释学、神学、哲学和美学领域的“对话性理解”［11］(P35)原则，肯定俄罗

斯学者以文学创作的美学为核心的对话理论对整个人文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霍米·巴巴发展了巴赫金关于小说话语混合性的思想，将之运用于对文化殖民过程中话语权

力的阐释中，指明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不可避免的混合关系，同时也意在质疑赛义德关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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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具有唯一权威性的相关论述。［13］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利用巴赫金和巴巴的混合性范

畴分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兼容形态。［14］ 之后， 混合性成为后殖民学者探讨文化殖

民、文化关系的重要概念。此外，巴赫金对我与他人的哲学思考、对歌德教育小说的探究、对民间

笑文化具有正反同体双重性功效的揭示、对话语多声性和对话性的阐发，都成了巴巴阐述全球文

化现状的思想养料，相关文章收录在《文化的定位》［15］中。有学者还将时空体范畴运用于具体的后

殖民主义文本分析中［16］。毫不夸张地说，对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某些思想的延伸和重构，成为后殖

民主义批评和实践的有效理论工具。
有关时空体的历史诗学研究，所用的小说材料虽然都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但得益于该理论内

在的跨时代性和跨学科性，使它在文艺学及之外的许多学科中，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影响力。大量

研究以时空体为理论依据，阐释文学、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文本。最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福尔

奇-塞拉，他把巴赫金的时空体与对话性范畴运用到对地理景观的解读中，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

地理空间的可叙事性和他者性，［17］ 他的做法引起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叙事关系的讨论以及学界

对人类活动时空话题（特别是都市化话题）的深入思考。
在史学领域，将时空体范畴直接进行跨学科运用的是海登·怀特，他将“19世纪”从单纯的时

代概念转变为时空体概念加以重新阐释，认为使用后者研究一个时代，相比使用“时期”，会获得

更多的具体性。［18］苏联史学家古列维奇认为，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揭示了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基本

范畴，能说明从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观念的转变过程———从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到自

我意识开始复兴的过程，具有重要史学价值。［19］(P33)巴赫金的时空体范畴以及研究小说时空体时发

现的民间笑文化现象，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20］(P76-77)

三、开放的体系：哲学诉求

巴赫金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另一个是紧接着的30年代到40年代

初，他的大多数重要论著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或完成了主体部分，而且它们大都与“巴赫金

毕生的主要事业———研究长篇小说的历史与理论”［21］(P97)有关。
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前期专注于哲学，撰写了《论行为哲学》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

公》，行文颇有德国古典哲学之风；中期把美学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代表作有《文学创作美学方

法论问题》（第一部即《文学作品的形式、内容与材料问题》）；晚期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

题》。可用一对关键词来概括巴赫金这一时期学术兴趣的转向：“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哲

学→语文学”）。
巴赫金对长篇小说体裁的兴趣，缘起于对复调小说的研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

于1929年5月出版， 同年底他被判流放哈萨克斯坦6年。1930年3月29日巴赫金夫妇一道出发前往

流放地，临出发前的25号写下了提纲《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基本上预示了巴赫金整个30年代和

40年代初的研究方向。在流放期间，他严格遵照该提纲完成了《长篇小说的话语》初稿，后为形势

所迫调整了研究次序。1937年，以歌德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被

苏联作家出版社接受出版，同年着手撰写《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狂欢思想在其中初露

端倪；紧接着于1938至1939年完成《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第一稿，1940年10月和1941年春季

两次受邀去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做讲座，题目为“长篇小说的话语”“作为体裁的长篇小说”（即

后来正式发表的《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长篇小说》）。显而易见，临流放前的提纲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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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长篇小说的庞大工程，巴赫金之后十余年的学术探寻基本没有脱离它的框架，尤其是，他在

追溯长篇小说体裁渊源时发现了民间笑文化现象，进而在法国小说中寻找根据，从思想根源上拓

宽了小说研究视野，还为完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提供了可能：1963年修订再版时，他补

充了第四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与情节布局特点”，认为复调小说体裁渊源于民间

笑文化，是文学狂欢化不断演变的结果。
巴赫金虽然转向了语文学科，但没有忘记早年的哲学命题。不少论著中明显透露出哲学/美学

的思考痕迹：“以普通的系统美学为基础， 对诗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 作一方法论的分析”［22］

(P314)；“获得认识和领会真理的独白形式，只是多种可能形式中的一种。这种形式出现的条件是：意识

高踞于存在之上，存在的统一性变成意识的统一性。”［23］(P103)20世纪30年代，巴赫金在全力完成提纲

《长篇小说修辞诸问题》时，一方面表现出行文一贯的哲学思辨风格③；另一方面直接以哲学/美学口

吻的大段讨论基本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文艺学与语言学紧密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尽管如此，在有关

小说的讨论中也不缺乏哲学/美学思想，“巴赫金著作中的任何一个 ‘语文学意义上的’ 论断同

时———而且是在同种程度上———也是‘哲学意义上的’。”［11］(P122)经过文艺学/语言学转向，巴赫金对

哲学与语文学思想的相互转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用诗学形态实现哲学诉求，语文学与哲学

的“交融”，既是巴赫金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特色，也可以“诠释为那种‘哲学思想之新取向’的一个体

现”，［11］(P122)至少预见了人文科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时代的到来。没有忘记哲学命题以及语文学与

哲学的融合，可从其撰写于1941至1943年间的短文《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中得到印证。从内容

上看，该文是小说理论的“哲学化”延续。据题注透露，手稿明显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阐发人文科

学的认识论问题，后一部分结合拉伯雷研究，讨论“严肃性”及其与笑的关系，同样可归结为认识论

问题，这也意味着巴赫金从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向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文中

确定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24］(P2)结合早期“存在事件”的哲学命题，可

以理解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如何用表现与说话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说话与

表现的存在由我与他人构成，与之最相近相仿的是与存在事件具有同构形态的审美事件中的作者

与主人公，这大概是巴赫金愿意用诗学形态来实现哲学诉求的重要内因。
概言之，我们可以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论拉伯雷的狂欢小说、论歌德的教育小

说的三部专著，还有论小说理论的著作以及探讨作为话语形式的言语体裁问题的未完成稿，看作

是专论长篇小说体裁的一部大书，由三编构成，第一编是三个长篇小说家的个案研究，第二编是

针对长篇小说体裁源流的历史诗学研究，第三编是为作为“言语体裁百科全书”的长篇小说提供

语言哲学基础的语言学研究。 这部大书的核心内容可用 “审美事件”“长篇小说”“反独白思维倾

向”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从哲学转向语文学，从存在事件转向审美事件，又把审美事件具体化为长

篇小说创作，这是巴赫金为了摆脱独白思维倾向、求索反独白思维倾向的转折点。“笑-小说-对

话”与“严肃-史诗-独白”构成了巴赫金考察文学史、思考小说理论的独特视角，这在讨论文学时

空体结构时表现最为突出：现实的存在如何打破文学时空体中那些僵化不变的垂直的等级结构。
巴赫金发现了对话与狂欢思维倾向，从而将傲慢（欧洲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倾向拉下

“神坛”，以诗学理论预见并推动了多元文化的平等发展，易言之，文化多元、个性张扬、平等对话

既是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与希望，也是巴赫金哲学—语文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钱中文用“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概括巴赫金的学术思想，用“开放的体系”解释这一体

系。［22］(序 言P67)巴赫金一生都在“求索对话思维”［25］，在求索过程中剖析了相反相成的两类文化思维

倾向，戈戈季什维利称之为“独白思维倾向”与“反独白思维倾向”。［26］具体来讲，巴赫金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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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构建自己的“第一哲学”，但不满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白思维倾向（如致命的理论化），
于是着手寻找“反”独白的思维倾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揭示了对话思维，在探索复调

小说话语的历史渊源、构建小说理论时发现其起源是一种独特的民间笑文化，论证了拉伯雷的

创作是来源于这种笑文化的典型代表， 将其定名为狂欢文化， 从而提出了长篇小说研究方法

论，进而探讨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开放的体系”实际上表现为一以贯之的哲学诉求：建构独

白主义与反独白主义思维体系，它如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维体系，任何现实行为、文化活

动、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丰富、充实这个体系。发现这一开放

的体系是巴赫金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大创造性贡献。凭借这份独特的贡献，他被认为是传统的

学者，现代的、后现代的、后理论时代的学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研究隐含着对独白与反独白思维关系的思考， 这足以引起学术界尤其

是哲学界的重视。在这里我们率先获得了认识艺术审美规律的一种新视角，对话和独白艺术思维

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方面会促进整个艺术生态合乎规律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会强烈地作用于思想

界与现实生活。哲学与语文学的跨界研究，其理论价值有待进一步去挖掘，其现实意义有待在实

践中去不断体认。不管学术思潮如何更迭，巴赫金将依然会被引为“知己”。

注释：
①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M.Bakhtin. Ed. Michael Holqist, Trans. Caryl E-

merson &Michael Holq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书名为编者所加，共收录构成巴

赫金小说理论基本内容的四篇长文，按目录中的顺序依次为《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话语的

发端》《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长篇小说的话语》。
②还有两本专论在俄罗斯之外不太有名：格里弗佐夫的《小说理论》（莫斯科，1927）、维诺格

拉多夫的《论散文语言》（莫斯科，1930）。
③1941年春，巴赫金做完“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的讲座，就有不少学者现场评论，其中

一个直接称之为“哲学讲座”。到了回答环节，巴赫金首先对此做出回应，确认自己想讨论的不是

体裁理论，而是体裁哲学。可参见潘科夫《巴赫金及其长篇小说理论》（《文学问题》（俄文版）2007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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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thought and times. Thus making a review on this book is meaningful in many

ways. In the first place, it contributes to hold the 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imes. In the second place, it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of the mergence

betwee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national thinking, thus pushing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sini-

c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3)The Achievement ang Significance to the World of China’s New Vision for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Comparison of the New Liberalist View of Develop

mentChen Shuo

In the latest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orld as a whole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neolibe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wes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has

become clearer and its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western neoliberal view of development has fallen into a kind of dilemma. At the time of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mpare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China’s new vision for development and new liberalist view of development. As a

whole, the two development ideas have the following core differences: firstly,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secondl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gov-

ernment is different; thirdl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in a sense that China’s new vision for development has surpassed the new

liberalist view of developmen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whole world.

(4)Form of Poetics and Quest for Philosophy———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Bakhtin's

Novel Theory Ling Jianhou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20th century, Bakhtin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

tion to the field of novel theory. He not onl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and thought-provoking con-

cepts, categories, and viewpoints to elucidate the methodology of novel studies, which increased the

cognition of this original genre, but also exerte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other disciplines. Bakhtin’s

theory adapted to and promote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rought inspiration to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ost-isms”. Eve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after theory”, Bakhtin’s theo-

255



江西社会科学 2018．10

ry became a source of ideas for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studies. Especially, by

delicately combining poetic studies with philosophical quests, Bakhtin’s theory anticipated the advent

of cross-disciplinary age in humanistic studies, and provided an open thought system consisting of

both monologue and anti-monologue, in which any thought and behavior can be appropriately placed

according to its own worth and deemed as an enriching component part of the whole structure.

（5）From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to Non-Governmental Operation: Transition of Ferry

Management Mode in Qing Dynasty———A Sample Study on Bijin Ferry in Yiyang County

He Xiaorong Xiao Be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ocal governments mainly ran ferries with official em-

ployees. Yiyang, which was a county under Hunan Province established the Bijin Official Ferry. In

the mid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people also set up another Bijin Charitable Ferry in the

county. As a result, the conflict over official or charitable nature of the ferries broke out. with inter-

mediation of the authority, part of the charitable ferry’s asset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offcial one,

which satisfied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at the moment. During Emperor Guangxu’s reign, the

conflict further escalated. The Yiyang authority finally decided to run all the ferries with Non-Gov-

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y replacing ferries official employees with heads of charitable ferries. Both

official employees and people were tool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manage the ferry affairs, the Bi-

jin Ferry’s example reflected transition of the management entities on ferry affairs from governments

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Qing Dynasty.

（6）Trust lack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Xu Zhonglin

It’s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through trust based on vari-

ous disciplinary views. From interpersonal trust 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based

on psychology, social trust 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based on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trust 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based on politics, we can find the inter-

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rust lack and the conceptual conflicts, the low authority of environmen-

tal law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al obstacl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 -law, which also ac-

counts for the dysfunc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Getting out of the dilemma, we need

to strengthen conceptual, institutional and operational trus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so

a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rust in supporting Chinese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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